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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来自中国私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唐　韬，李方静，夏　伦

摘　要：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掀起了一波企业数字化浪潮，对企业组织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中

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运用迭代主因子法构造企业数字化指数，深入研究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

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存在 “Ｕ型”非线性效应，即在企业数

字化的影响下，劳动生产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组织变革和提高

劳动力流动是企业数字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渠道。建议政府部门在大力倡议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促进

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关注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促进数据要素与劳动力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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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劳动生产率对一国的社会福利、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从要素收入分配的角度而言，
劳动生产率与城乡居民收入息息相关，直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扎实推动共
同富裕”是 “十四五”期间重要的战略任务。可以预见，维持并提高劳动生产率将是我国未来增加
居民收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而国内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也使得提升劳动生产率变得非
常紧迫。第七次的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与２０１０年相比，我国６０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５．４４
个百分点，已达２．６亿，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在不断加速。受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的影响，我国劳
动力供给总量开始下降，２０１８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出现下降，预计未来几年还将继续保持
下降趋势［１］。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双重挑战下，以往单纯依赖劳动力
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那么，哪些因素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呢？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层级数据研究发
现，劳动力质量［２］、产业集聚［３］、垂直专业化分工［４］、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５］对劳动生产率存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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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向提升作用，而环境规制［６］［７］、人工智能［８］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尽管探讨劳
动生产率的研究结论硕果累累，其相关文献层出不穷，却鲜有学者关注当前正迅猛发展的数字经济
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传统
企业借助数字技术加速向网络化、智能化、自动化转变，掀起了一波汹涌的企业数字化浪潮。企业
数字化迅猛的发展势头引起了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学者们围绕其经济社会影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既有相关文献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变革显著提升了实体企业经济效益［９］，可以正向调节政府补贴
对企业长期负债融资的正向影响［１０］，促进企业组织分权变革［１１］，降低企业人工成本总规模及其所
占份额［１２］，有助于提高投入产出效率［１３］，显著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１４］。那么，数字技术驱动的
企业数字化是否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呢？其中可能蕴含着怎样的作用机制？尚未有学者给出正面
回应。

本文在以往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归纳总结企业数字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试图厘
清数字经济背景下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企业数字化实现路径。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性贡献可
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研究方法上，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度量是相关实证研究的关键，不
同于既有研究多采用替代性指标测度企业数字化［１５］［１６］，或是根据样本数据中包含的数字化信息生
成比值变量［１０］，本文基于企业借助互联网进行经营管理活动状况，采用迭代主因子法构建企业数
字化指数，能够更准确刻画企业数字化水平。第二，在研究对象上，现有相关文献大多基于地区数
据、行业数据或上市公司数据展开研究，而关注中小型私营企业数字化的系统研究较为少见。私营
企业在过去４０年中取得了从 “０”到 “５６７８９”的伟大成就，吸纳城镇居民就业存量占比近８０％，

是城镇就业的最大保障，是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最大主体。本文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样本进行经
验研究，得出的实证结论更具普适性，对在中国占绝大多数的中小微型企业的数字化和劳动生产率
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三，在作用路径方面，本文从技术进步、组织变革和劳动力流动
三个视角系统归纳总结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为推进企业数字化和劳动生产率两个
方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本文余下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提出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厘清数据来源、

设定计量模型与变量；第四部分深入分析计量结果，包括全样本的基准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机
制检验以及异质性讨论；第五部分归纳总结研究结论并提出政策启示。

二、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经济学基本理论指出，劳动力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核心投入要素之一。企业数字化是以数字技术

为主要手段，将传统生产要素与数据要素不断融合，使生产方式、管理模式、商业形式等不断变
革、优化、提升的一种创新性过程［１２］。因此，本文认为企业数字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相关关系呈
正向还是负向，可能取决于数据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的协同程度。当企业数字化尚处于刚起步推进阶
段时，会促使企业将部分资本、技术都用于数字化改造进程中，即对企业的生产性资源产生挤占效
应，进而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当企业数字化改造升级进入成熟阶段，数字化水平大幅度提升，与
劳动力要素产生了协同效应，此时就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我
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会产生先下降后提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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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机制
通常认为的劳动生产率提升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利用技术进步。企业通过技术

创新、工艺改造对生产经营模式进行流程优化和技术升级，进而提升劳动生产效率。第二，改进管
理组织方式。通过进行组织结构变革、管理制度创新、部门分工明确，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效率，进
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雇佣高质量劳动力。通过雇佣更多高技能员工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
平，继而提升劳动生产效率。下面我们将分别论证企业数字化在以上三种路径中的传导机制。

１．促进技术进步机制。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推动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扩散从而促进了企业创
新［１７］，激发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１８］，有助于企业开展前瞻性研发［１９］。数字技术驱动的企业数字化
提高了部门间的沟通效率，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信息损耗，激发数据和信息要素活力，使得禁锢于部
门内的创新资源与能力得以释放，动态协作趋势得以加强，降低了创新成本，大幅度提高了创新效
率，驱动技术进步。然而，企业数字化引致的技术进步可能会对劳动部门产生了一定的冲击［２０］［２１］。
一方面，数字技术引导的企业生产经营的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使得企业运营更加倚重于技术的
投入与升级，可能会对传统的劳动力参与高的生产方式造成了一定的替代，甚至对促进劳动生产率
提高的资本要素产生挤占，进而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抑制效应。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并非仅能
替代劳动力，还可以通过协助劳动者执行一些重复性强、较复杂需编码的生产任务，从而提高劳动
力生产效率［８］。因此，企业数字化所引致的技术进步，在实现 “人机协作”后，将对劳动生产率产
生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２。

假设２：企业数字化的技术进步效应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先下降后提升的影响。

２．推动组织变革机制。组织变革是影响数字技术能否提升企业效率的关键因素［２２］［１１］。如果企
业的管理决策不适应数据要素的冲击，数字技术将难以创造价值、提升绩效甚至还可能诱发 “ＩＴ
效率悖论”［２３］。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企业战略发生转变，同时推动着企业目标的转变、治理结
构的创新和内部管理模式的一系列变革，促使组织结构趋于网络化、扁平化［２４］。刘政等［１１］认为，
企业数字化会通过提升组织信息成本和削减组织代理成本的综合效应，促使组织向下赋权。本文认
为，劳动力部门作为企业的核心部门，在企业数字化的冲击下，其生产效率必然会受到影响。当企
业管理决策不适应企业数字化进程时，将对劳动生产率产生负向作用；当企业管理决策通过变革得
以优化并提高了管理效率和决策执行力时，将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
出假设３。

假设３：企业数字化的组织变革效应可能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先下降后上升的影响。

３．提高劳动力流动机制。以往研究劳动生产率的大多数文献均采用不同层级的 “劳均产出”
指标衡量劳动生产率。由此可见，除了影响劳动产值的外部因素外，劳动力的数量、质量以及雇佣
结构同样也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企业数字化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组织变革效应，对劳动部
门的替代可能具有一定的技能偏向性，即会更多地替代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力，提高企业高技能劳
动力的比例［２５］［２６］。蔡庆丰等［２７］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科技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区域内企业低技能劳动
力而非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动性。因此，数字技术的应用将促使企业形成对高技能员工的雇佣偏好，
而不同技能员工替代弹性的变动将改变企业原有的雇佣期限结构［２８］。高技能员工的替代弹性较低，

数字技术的应用往往会提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促使企业给予高技能员工更长的雇佣期限，而
对低技能员工则采取临时雇佣的形式，提高企业内部劳动力流转。一般情况下，企业给予临时雇佣
员工的薪资福利待遇远低于长期雇佣员工，因此临时雇佣员工的增多客观上有利于企业节省雇佣的
工资成本，刺激现有员工提高效率，间接提高劳均产出。

假设４：企业数字化可能会提高劳动力流动进而对劳动生产率造成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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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２０１６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作为经验研究的数据基础。该数据是由中共中央统战

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会组成的联合课题组每两
年对全国范围内私营企业经营状况进行一次分层随机抽样调查而获得［２９］。其中，２０１６年的第十二
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提供了 “互联网＋”与企业产业转型的相关信息①。

（二）计量模型设定
为考察企业数字化水平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设定以下计量模型：

Ｌａｂｏｒｉｊｐ＝β０＋β１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ｉｊｐ＋β２Ｄｉｇｉｔｉｚｅ
２
ｉｊｐ＋β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χｊ＋ηｐ＋θｉｊｐ （１）

其中，下标ｉ、ｊ、ｐ分别代表企业、行业、省份。被解释变量Ｌａｂｏｒｉｊｐ表示企业劳动生产率；

核心解释变量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ｉｊｐ指代企业数字化水平。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２ｉｊｐ表示其平方项。Ｃｏｎｔｒｏｌｓ代表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企业家个人信息特征、企业层面和所处地域特征。此外，加入行业固定效应 （χｊ）、省份
固定效应 （ηｐ），以控制行业、省域等不可测特征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θｉｊｐ为残差项。

（三）变量定义
１．被解释变量：劳动生产率 （Ｌａｂｏｒ）。关于劳动生产率的测算，既有大多数文献采用不同层

级 （地区、行业、企业）的生产总值与就业总量的比值表示［３］［４］。而刘一鸣等［２］运用马克思经济学
方法分析认为，企业人均创造的新价值是其劳动生产率的合理代表变量，即根据企业每个员工创造
的新价值来衡量其劳动生产率，具体通过公式ｌｎ （１＋ （企业税收＋税收后净利润＋工资总额）／员
工人数）计算得到。在这里，本文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度量借鉴了刘一鸣等［２］的方法，同时在稳健
性检验中还利用以往文献较为常用的 “劳均产出”来替代衡量企业劳动生产率，即企业营业收入与
员工总数的比值 （Ｌａｂｏｒ２）。

２．核心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水平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尽管企业数字化发展迅猛，但囿于企业数字
化特征数据的可得性限制，又加上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导致使用综合指标体系测度企业数字化水
平的文献较少［１２］。现有大多数文献主要采用替代性指标测度企业数字化，而其中最基础、最常见
的就是企业互联网化指标［３０］［３１］［１５］。以往学者的测度方法为本文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思路，笔者尝试
以企业互联网信息为基础构造企业数字化指数。

关于私营企业的互联网使用情况，２０１６年的调查数据提供了企业借助互联网开展９项活动的相
关信息②。基于此，本文参考黄宇虹等［３２］、张铭心等［３３］的思路，将这９种互联网使用情况生成０－
１哑变量，然后通过迭代主因子法将上述信息构建为企业数字化指数。表１显示了经过因子分析法
计算得到的各因子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方差贡献率。依据特征值大于１或累积方差贡献率大
于８０％的原则，同时考虑到因子１和因子２一共解释了０．７９９　６的标准化方差，因此选择因子１和
因子２来度量企业数字化。表２显示了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ｅ－Ｏｌｋｉｎ （ＫＭＯ）检验结果，而巴特利特 （Ｂａｒ－
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５　４１８．７１，相应显著性概率为０．０００，同时ＫＭＯ值为０．７６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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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数据筛选的过程中，剔除了企业家个人信息、企业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雇佣员工数等主要变量缺失的观测
值，同时还剔除了一些明显违反财务准则的错误样本，最终得到７　７６２个以劳动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有效样本。

９种活动包括：已经借助互联网 （１）建立企业网站；（２）开设网店；（３）投放广告、进行企业宣传；（４）聘用
人才；（５）与互联网企业合作；（６）建立企业微博、微信公众号；（７）搜索引擎竞价排名；（８）客户沟通与服务；（９）

其他。



上检验结果证实了本文进行因子分析的合理性。比较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结果发现，因子１和 “开设
网店”“投放广告、进行企业宣传”“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建立企业微博、微信公众号”相关度较
高，因子２与 “建立企业网站”“聘用人才”“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相关度较高。在此基础上，计算
两个因子的综合得分 （各因子方差贡献率与因子得分乘积之和）即得到企业数字化指数。

表１　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 特征值
方差

贡献率

累积方差

贡献率

Ｆａｃｔｏｒ１　 １．５８３　２　 ０．６６０　３　 ０．６６０　３
Ｆａｃｔｏｒ２　 ０．３３３　８　 ０．１３９　２　 ０．７９９　６
Ｆａｃｔｏｒ３　 ０．１９０　３　 ０．０７９　４　 ０．８７８　９
Ｆａｃｔｏｒ４　 ０．１５１　１　 ０．０６３　０　 ０．９４１　９
Ｆａｃｔｏｒ５　 ０．０８８　４　 ０．０３６　９　 ０．９７８　８
Ｆａｃｔｏｒ６　 ０．０３６　６　 ０．０１５　３　 ０．９９４　１
Ｆａｃｔｏｒ７　 ０．０１３　１　 ０．００５　５　 ０．９９９　５
Ｆａｃｔｏｒ８　 ０．００１　３　 ０．０００　５　 １．０００　１
Ｆａｃｔｏｒ９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０　１　 １．０００　０

表２　因子分析ＫＭＯ检验结果和旋转后的因子载荷

因子 ＫＭＯ检验 Ｆａｃｔｏｒ１ Ｆａｃｔｏｒ２
建立企业网站 ０．７６９　７　 ０．０３７　９　 ０．３６９　６
开设网店 ０．７２８　０　 ０．０３５　５ －０．０４９　７
投放广告、进行企业宣传 ０．７９１　６　 ０．２９２　２ －０．００２　１
聘用人才 ０．７４６　１　 ０．２２５　４　 ０．３６４　８
与互联网企业合作 ０．７８５　３　 ０．０６２　０　 ０．００３　９
建立企业微博、微信公众号 ０．７６６　１　 ０．４１０　１　 ０．０４７　９
搜索引擎竞价排名 ０．８００　８ －０．０４２　８　 ０．０７０　７
客户沟通与服务 ０．７６９　５　 ０．０２９　９　 ０．０３０　３
其他 ０．４９１　１　 ０．００１　４ －０．０２４　１
综合 ０．７６９　３

３．控制变量。不同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更多受到了企业家个人决策、企业异质
性以及所处地域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为了尽可能得到稳健可信的实证结论，本文分别从企业家个
体、企业和地域三个层面引入了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控制变量。

首先，引入的企业家个人特征变量主要包括：（１）企业家年龄 （Ａｇｅ＿ｅｎｔｒｅ），利用调查年份
前一年减去出生年份取对数得到；（２）企业家性别 （Ｓｅｘ＿ｅｎｔｒｅ），若为男性则取值为１，反之取值
为０；（３）企业家受教育程度 （Ｅｄｕｃ＿ｅｎｔｒｅ），对不同文化程度根据学历年限予以赋值①；（４）企
业家地位 （Ｓｔａｔｕｓ＿ｅｎｔｒｅ），采用翻转处理后 （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３得到；（５）体
制内经历 （Ｅｘｐｅｒ＿ｓｙｓｔｅｍ），采用戴维奇等［３４］的做法，若企业家创业前在国有、集体企业或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为１，没有则为０；（６）政治关联 （Ｐｏｌｉ＿ｃｏｎｎｅｃｔ），若企业家目前在人大或政协或行
业协会或工商联等组织中任意一个任职为１，没有则为０。

其次，引入了以下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１）企业年龄 （Ａｇｅ＿ｆｉｒｅｍ），采用调查年份前一年
减去创立年份取对数得到；（２）企业经济规模 （Ｉｎｃｏｍｅ＿ｆｉｒｍ），采用企业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加

１之后取对数得到；（３）企业雇佣规模 （Ｓｃａｌｅ＿ｆｉｒｍ），对企业雇佣员工总人数取对数得到；（４）
平均工资 （Ｗａｇｅ＿ｆｉｒｍ），企业全年支付员工工资、奖金等总额除以员工总数取对数得到；（５）员
工培训支出 （Ｔｒａｉｎ＿ｆｅｅ），采用企业当年的员工培训支出取对数得到；（６）资本密集度 （Ｃａｐ＿

ｉｎｔ　ｅｎ），采用企业净资产与员工总数的比值取对数得到。
最后，引入省域营商环境 （Ｉｎｓｔ＿ｉｎｄｅｘ）变量，参考现有大多数文献的做法，采用王小鲁

等［３５］的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提出的市场化指数进行度量，以刻画不同省份营商环境对企业劳动生
产率的影响。

４．中介变量。本文的研究假设部分提出了技术进步、组织变革和劳动力流动三个作用机制，
基于数据库提供的数据信息，设定中介变量如下：

（１）技术进步：２０１６年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中反映企业创新的指标主要有新增投资方向的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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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小学及以下赋值为６，初中则赋值为９，高中或中专赋值为１２，大专则赋值为１５，大学本科赋值为１６，硕士研究
生赋值为１９，博士研究生赋值为２３。



品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投资额以及企业有没有研发新的环保技术设备或环保产品，根据以上信息，对
前两个指标加１后取对数生成企业技术创新代理变量 （Ｎｅｗｐｒｏｄ和Ｎｅｗｔｅｃｈ），对环保研发情况进
行０－１虚拟变量处理生成绿色创新变量 （Ｅｐｉ＿ｒｄ）。

（２）组织变革：由于所采用的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并未提供企业组织权力配置相关信息，我们退
而求其次，利用数据中企业内部设置的机构数来反映企业治理结构分权程度以及组织结构的扁平
化①，作为组织变革的替代变量 （Ａｄ　ｍｉｎ＿ｓｔｒｕｃｔ）。

（３）劳动力流动：以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中的全年新入职员工数与离职员工数之和与雇佣员工总
人数的比值表示企业劳动力流动 （Ｅｍｐｌ＿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表３汇报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另外，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显示，相关系数绝对
值最高有０．４３８；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检验结果表明，ＶＩＦ最高值未超过２．２１，远低于临界值

１０，平均值为１．４５。据此认为本文的模型和变量设定不会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②。

表３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ａｂｏｒ　 ７　７６２　 ３．５０１　 ３．２６７ －２．４８８　 １２．６１２

Ｌａｂｏｒ２　 ７　９２３　 ３．２４７　 ２．５９９ －０．２８８　 １１．５１３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　 ８　０８３　 ０　 ０．３９５ －０．４１９　 １．４０２

Ａｇｅ＿ｅｎｔｒｅ　 ７　９６５　 ３．７６７　 ０．２２８　 ２．９４４　 ４．３８２

Ｓｅｘ＿ｅｎｔｒｅ　 ８　０８３　 ０．７９２　 ０．４０６　 ０　 １

Ｅｄｕｃ＿ｅｎｔｒｅ　 ７　９３０　 １４．０４１　 ２．６５６　 ９　 ２３

Ｓｔａｔｕｓ＿ｅｎｔｒｅ　 ７　３８１　 ４．９２９　 １．８４８　 １　 １０

Ｅｘｐ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８　０８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６４　 ０　 １

Ｐｏｌｉ＿ｃｏｎｎｅｃｔ　 ８　０８３　 ０．４９６　 ０．５　 ０　 １

Ａｇｅ＿ｆｉｒｍ　 ７　３３９　 １．８７４　 ０．９２７　 ０　 ３．７３８

Ｉｎｃｏｍｅ＿ｆｉｒｍ　 ８　０２１　 ７．０５６　 ３．１６ －３．５０７　 １５．６１１

Ｓｃａｌｅ＿ｅｍｐｌ　 ７　９３２　 ５．１８１　 ５．２３４　 ０　 １９．５１９

Ｗａｇｅ＿ａｖｅｒ　 ７　９３２　 １．４３４　 １．６７３　 ０　 １１．５１２

Ｔｒａｉｎ＿ｆｅｅ　 ８　０８３　 ２．３２６　 ３．６０６　 ０　 １２．１６５

Ｃａｐ＿ｉｎｔｅｎ　 ７　８７３　 ３．４０１　 ５．６３８ －２１．３２１　 １１．５１２

Ｉｎｓｔ＿ｉｎｄｅｘ　 ８　０８３　 ７．４０４　 １．７８８　 ０．６２０　 ９．７８

四、计量结果讨论

（一）全样本检验
本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 （ＯＬＳ）估计方法对计量方程 （１）进行回归，并在回归过程中采用了

企业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以克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表４给出了全样本的基
准回归结果。首先，在第 （１）列仅引入企业数字化变量，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第 （２）、（３）列
则在第 （１）列基础上依次加入企业家个体变量和企业层面变量以及行业、省份固定效应。表中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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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中列出了企业有无下列机构 （可选多项）：（１）股东会；（２）董事会；（３）监事会；（４）中共
党组织；（５）工会；（６）职工代表大会；（７）家族委员会或类似机构；（８）共青团组织；（９）法律部门；（１０）专职处理
与政府关系的部门或人员；（１１）人力资源部门或专人。

为节省篇幅，相关系数表格和ＶＩＦ检验结果并未列出，留存以备索。



示，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企业数字化的估计系数在１％的水平下保持显著为负，表明企业数字
化水平的提升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存在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为了考察企业数字化与劳动生产率之
间的非线性关系，第 （４）— （６）列则是在第 （１）— （３）列的基础上引入企业数字化的平方项，
由表中可见企业数字化的估计系数在这三列中仍保持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而其平方项的估计
系数基本保持在１０％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数字化与劳动生产率可能存在一定的 Ｕ型非线性
关系以及 “门槛”效应。该结果验证了企业数字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非线性关系，验证了
假设１成立。这意味着，当企业数字化水平较低时，提升数字化水平会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
生负向抑制作用，但当企业数字化水平超过某一 “门槛”值之后，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将有助于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现上述结果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当企业刚开始进行数字化变革且数字技术
的应用尚处于较低水平时，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智能化、自动化会对企业部分劳动力产生一
定程度的替代，低技能工人可能会暂时不适应数字技术所造成的生产经营流程的简化和信息化，从
而对劳动部门的效率产生一定的冲击［２０］［２１］。当企业数字化提高到较高水平时，通过数字化全面改
造，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降低，创新效应凸显，管理效率提高，企业工人的专业技能得以与数字技
术实现交互融合，从而显著提升了其劳动生产率。其中具体的作用渠道以及发生机制有待机制检验
部分进行分析。

表４　全样本检验结果

Ｌａｂｏ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 －０．５７３　８＊＊＊ －０．４６５　９＊＊＊ －０．５０８　７＊＊＊ －０．７８９　５＊＊＊ －０．５９３　１＊＊＊ －０．６３６　２＊＊＊

（０．０８４　９） （０．０７０　８） （０．０７０　８） （０．１２９　２） （０．１０７　０） （０．１０６　４）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２　 ０．４６５　１＊＊ ０．２３９　８＊ ０．２３９　３＊

（０．１５８　３） （０．１２１　１） （０．１２０　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Ｅ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Ｅ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ｃｏｎｓ　 ３．５０３　６＊＊＊ ４．６７８　５＊＊＊ ４．４２２　９＊＊＊ ３．４３１　７＊＊＊ ４．６３７　８＊＊＊ ４．３８５　３＊＊＊

（０．０３７　１） （０．５９５　１） （０．７３９　２） （０．０４１　６） （０．５９６　１） （０．７３９　９）

Ｎ ７　７６２　 ６　２３３　 ６　２３３　 ７　７６２　 ６　２３３　 ６　２３３
Ｒ２　 ０．００５　　 ０．５１３　　 ０．５３０　　 ０．００６　　 ０．５１３　　 ０．５３０　　

　　注：＊、＊＊、＊＊＊分别指代在１０％、５％、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显示的是企业层面的聚类标准误。下表同。

既然企业数字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呈现 Ｕ型关系，那么本文的样本企业数字化水平处于曲线
的哪一阶段？以第 （６）列的估计结果为基准，计算得出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由抑制转为提高
的门槛值，发现绝大部分处于曲线左侧，仅有６５家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超过门槛值，意味着从提升
劳动生产率的视角而言，中国中小型私营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还有巨大发展空间①。

（二）稳健性检验
基于上文分析可以初步判断，劳动生产率将随着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呈现先降后升的 Ｕ型

变化趋势。不过最终结论的得出尚需谨慎，因为全样本的基准回归还没有充分考虑到两者之间可能
存在的潜在内生性问题，而这有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因此我们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
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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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非线性关系的拐点以及超过门槛值的样本数的计算方法，限于篇幅不详细列出，留存以备读者索取。



在讨论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时，两者间存在的潜在内生性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即企
业数字化通过多种机制影响劳动生产率，而企业劳动生产率也有可能影响企业数字化决策，比如在
劳动生产率较低时，企业有更多动力推进数字化转型以提高生产经营绩效。因此，要针对企业数字
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做出准确的判断，就必须要尽量缓解上述内生性问题。从计量方法上来说，
解决内生性问题最关键在于要找到适合的工具变量。根据数据特征，借鉴高雨辰等［１０］的方法，选
取企业所处行业和所在省份的其他企业数字化指数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处于同行业和同省份的其他
企业数字化平均水平往往会直接影响本企业的数字化决策，但却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并不直接相
关，因此该工具变量满足有效工具变量的统计条件。

表５给出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中第 （１）— （２）列显示，无论使用哪一种劳动生产率度量
指标，企业数字化的估计系数均保持显著为负；与前文一致，在第 （３）— （４）列中引入企业数字
化的二次项，结果显示其二次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再次确认了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呈Ｕ型，也就是说，企业数字化对于中国私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确实存在 Ｕ型非线性关系以及
“门槛”效应。此外，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该工具变量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是有效且合理的①。

表５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Ｌａｂｏｒ　 Ｌａｂｏｒ２　 Ｌａｂｏｒ　 Ｌａｂｏｒ２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 －０．９５２　５＊＊ －０．４９９　０＊＊ －１．３４２　５＊ －０．６９６　１＊

（０．３４８　３） （０．１７４　５） （０．５７０　２） （０．２８４　８）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２　 ０．８３９　０＊ ０．４２４　８＊＊

（０．３８６　２） （０．１４２　３）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１０．０９２　 ２１５．５１０　 １７１．０６７　 １７６．２２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９８．２８５　 ３０４．６５１　 １９９．６２３　 ２０４．５４７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２７１．８３４　 ２８１．４０７　 １９６．３９７　 ２０３．０９１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ｗｅａｋ　ＩＤ　ｔｅｓ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１０％） １６．３８　 １６．３８　 １６．３８　 １６．３８
＿ｃｏｎｓ　 ４．２４９　２＊＊＊ １．９４０　７＊＊＊ ４．１３９　８＊＊＊ １．８８９　３＊＊＊

（０．７４６　６） （０．３４３　１） （０．７５９　４） （０．３４９　６）

Ｎ ６　２３３　 ６　３２７　 ６　２３３　 ６　３２７

Ｒ２ ０．５２８　 ０．８１４　 ０．５２７　 ０．８１４

（三）机制检验
前文的研究假说提出，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组织变革与提高劳动力流动三

个渠道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为了证实以上研究假说是否成立，本部分将通过设定如下中介机制模
型来检验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Ｍｅｃｈｉｊｐ＝α０＋α１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ｉｊｐ＋α２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２ｉｊｐ＋α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χｊ＋ηｐ＋θｉｊｐ （２）

Ｌａｂｏｒｉｊｐ＝π０＋π１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ｉｊｐ＋π２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２ｉｊｐ＋μＭｅｃｈｉｊｐ＋π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χｊ＋ηｐ＋θｉｊｐ （３）
计量模型中ｍＥＣＨｉｊｐ表示机制变量，分别指代技术进步、组织变革与劳动力流动机制。
首先，本文对促进技术进步机制进行检验。表６报告了促进技术进步机制检验结果。为了便于

估计系数的直观比较，第 （１）列出的是基准回归表４中第 （６）列的结果。第 （２）、（４）、（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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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外，我们还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限于篇幅，不再列出。



则是分别以企业新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绿色创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企业数字化的估计
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数字化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进步。第 （３）、 （５）、 （７）
列则是加入了机制变量后计量模型 （３）的估计结果。表中显示，与基准结果相比，企业数字化的
估计系数在加入了三个机制变量后明显变小，其二次项变得不显著，而机制变量方面除了新产品研
发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外，技术创新和绿色创新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对于私营企业而
言，企业数字化所引致的技术创新、绿色创新投资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企业新增的资本要素，进而对
劳动生产率产生了负向影响。以上结果证实企业数字化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了负向
抑制，即假设２成立。

表６　机制检验：促进技术进步

Ｌａｂｏｒ　 Ｎｅｗｐｒｏｄ　 Ｌａｂｏｒ　 Ｎｅｗｔｅｃｈ　 Ｌａｂｏｒ　 Ｅｐｉ＿ｒｄ　 Ｌａｂｏ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 －０．６３６　２＊＊＊ ０．１３５　４＊＊＊ －０．６１１　９＊＊＊ ０．１０９　１＊＊＊ －０．５９８　１＊＊＊ ０．１２８　５＊＊＊ －０．５６３２＊＊＊

（０．１０６　４） （０．０１１　５） （０．１０６　９） （０．０１１　６） （０．１０６　６） （０．０１７　８） （０．１１０　１）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２　 ０．２３９　３＊ －０．０２５　４　 ０．２３４　８ －０．０３０　６　 ０．２２８　７ －０．０５３　５＊ ０．１７１　８
（０．１２０　７） （０．０１７　２） （０．１２０　８） （０．０１７　５） （０．１２０　７） （０．０２４　７） （０．１２４　２）

Ｎｅｗｐｒｏｄ －０．１７６　６
（０．０９４　９）

Ｎｅｗｔｅｃｈ －０．３４５　７＊＊＊

（０．０８９　１）

Ｅｐｉ＿ｒｄ －０．１４８　９＊

（０．０６９　２）
＿ｃｏｎｓ　 ４．３８５　３＊＊＊ －０．０１１　５　 ４．３８５　４＊＊＊ ０．０２１　７　 ４．３９５　０＊＊＊ －０．１３２　２　 ４．２８８　７＊＊＊

（０．７３９　９） （０．０７５　８） （０．７４０　５） （０．０７９　７） （０．７３９　８） （０．１１３　０） （０．７５８　１）

Ｎ　 ６　２３３　 ６　３２７　 ６　２３３　 ６　３２７　 ６　２３３　 ５　７５１　 ５　６６５
Ｒ２　 ０．５３０　　 ０．１７６　　　 ０．５３０　　 ０．１５０　　　 ０．５３１　　 ０．１４２　　　 ０．５３９　
Ｓｏｂｅｌ检验 －０．０５３　５＊＊＊ －０．０５６　２＊＊＊ －０．０２６　２＊＊

其次，对推动组织变革机制进行检验。由于所采用的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并未提供企业组织权力
配置相关信息，我们退而求其次，利用数据中企业内部设置的机构数来反映企业治理结构分权程度
以及组织结构的扁平化①，作为组织变革的替代变量 （Ａｄ　ｍｉｎ＿ｓｔｒｕｃｔ）。表７第 （２）— （３）列汇
报了相应的回归结果。第 （２）列企业数字化的估计系数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数字
化显著增加了企业组织机构数量，即促使组织结构趋向分权式的扁平化。而第 （３）列在加入机制
变量后，企业数字化估计系数明显变小且显著性下降，其二次项变得不显著，表明企业数字化确实
通过推动组织变革影响了劳动生产率。而机制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私营企业数字化所
诱发的组织结构变革可能尚不能产生管理决策的正向溢出，对劳动生产率反而造成了负面影响。以
上结果验证了假设３是成立的。

最后，对提高劳动力流动机制进行检验。表７的第 （４）— （５）列汇报了相应的估计结果。在
第 （４）列以劳动力流动为因变量的回归中，企业数字化的估计系数在５％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
明企业数字化显著促进了劳动力流动；而在第 （５）列加入劳动力流动机制变量后，企业数字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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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中列出了企业有无下列机构 （可选多项）：（１）股东会；（２）董事会；（３）监事会；（４）中共
党组织；（５）工会；（６）职工代表大会；（７）家族委员会或类似机构；（８）共青团组织；（９）法律部门；（１０）专职处理
与政府关系的部门或人员；（１１）人力资源部门或专人。



其二次项的估计系数显著性并未发生变化但系数值明显变小，机制变量劳动力流动的估计系数保持
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数字化通过提高劳动力流动进而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正向影响。以上结果验
证了假设４同样成立。

表７　机制检验：组织变革与劳动力流动

Ｌａｂｏｒ　 Ａｄｍｉｎ＿ｓｔｒｕｃｔ　 Ｌａｂｏｒ　 Ｅｍｐｌ＿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Ｌａｂｏｒ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 －０．６３６　２＊＊＊ １．５７６　９＊＊＊ －０．３２５　０＊＊ ０．０３８　２＊＊ －０．６０５２＊＊＊

（０．１０６　４） （０．０８８　４） （０．１０４　９） （０．０１２　９） （０．１０６　８）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２　 ０．２３９　３＊ －０．０９２　３　 ０．２１９　６ －０．０１０　０　 ０．２１７　４＊

（０．１２０　７） （０．１２７　０） （０．１１８　４） （０．０１６　９） （０．１２２　９）

Ａｄｍｉｎ＿ｓｔｒｕｃｔ －０．１９５　９＊＊＊

（０．０１４　１）

Ｅｍｐｌ＿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１．１３７　３＊＊＊

（０．１４１８）
＿ｃｏｎｓ　 ４．３８５　３＊＊＊ －５．５４３　２＊＊＊ ３．３０９　７＊＊＊ ０．３３５　５＊＊＊ ４．０７０　３＊＊＊

（０．７３９　９） （０．６０５　８） （０．７３９　３） （０．０８４　５） （０．７５５　７）

Ｎ ６　２３３　 ６　３２７　 ６　２３３　 ６　１８７　 ６　０９５
Ｒ２ ０．５３０　　 ０．４６４　　　 ０．５４３　　 ０．２８８　　 ０．５４０　　
Ｓｏｂｅｌ检验 －０．３２２　３＊＊＊ ０．０４３　１＊＊＊

我们还对以上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Ｓｏｂｅｌ检验，结果显示中介效应模的回归结果都在至少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Ｓｏｂｅｌ检验，说明本文所选的三种中介变量均具有中介效应。

（四）异质性讨论
前文一系列的检验验证了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那么，这样的影响效应是否会

受到企业所处环境以及行业要素禀赋状况的影响呢？本节将围绕企业所处地域以及行业特征展开异
质性讨论。

１．地域分布异质性。在经济学界，学者们通常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分为东部、东北、中部、西
部四大部分。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产业发展程度等均存在较大差异，各个区域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可能也存在异质性。因此，我们对企业数字化的地域效应进
行检验，探讨企业数字化在哪个区域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最大。表８汇报了地域效应的回归结
果，表中显示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 Ｕ型非线性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在东北和中部则
不显著，在西部地区仅存在负向影响，表明企业数字化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关关系受到了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互联网基础设施发达程度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表８　异质性讨论：地域分布

Ｌａｂｏｒ
（１）东部 （２）东北 （３）中部 （４）西部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 －０．７８７　７＊＊＊ ０．０７６　０ －０．３３５　５ －０．９３５　３＊＊＊

（０．１４８　２） （０．３４８　１） （０．２６１　１） （０．２１３　０）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２　 ０．４５０　２＊＊ －０．２９２　０ －０．２９８　０　 ０．３３９　３
（０．１６５　２） （０．３６５　８） （０．２９５　７） （０．２６２　９）

＿ｃｏｎｓ　 ４．６６５　６＊＊＊ ４．９９０　７＊ ５．７６２　０＊＊＊ ４．３２４　７＊＊＊

（０．８３８　６） （２．４９８　２） （１．４８７　５） （１．２７８　３）

Ｎ ２　８９０　 ６３５　 １　１７２　 １　５３６
Ｒ２　 ０．５３５　 ０．６０６　 ０．５７９　 ０．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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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行业特征的异质性。企业所处的行业特征往往也是影响企业数字化与劳动生产率相关关系
的重要因素。为了考察行业特征的异质性影响，分别从行业归属和行业要素密集度两个角度来进行
行业划分。首先，按照企业主要从事的第一主业将企业所处行业划分为工业和非工业；然后，以人
均资本密集度的均值为界线，将行业分为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表９汇报了相应的回归结果。
表中显示，在非工业 （服务业、农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最
大，其二次项均不显著，意味着企业数字化对处于服务业、农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劳动部门
生产率的冲击最大。

表９　异质性讨论：行业特征

Ｌａｂｏｒ
（１）工业 （２）非工业 （３）资本密集型 （４）劳动密集型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 －０．４０８　５＊ －０．７６６　９＊＊＊ －０．０２２　４ －０．７４５　４＊＊＊

（０．１５８　９） （０．１４１　９） （０．１３１　０） （０．１６６　１）

Ｄｉｇｉｔｉｚｅ２　 ０．２５２　４　 ０．１９８　２　 ０．０４９　７　 ０．２４９　７
（０．１６５　５） （０．１７３　７） （０．１３４　６） （０．１８４　４）

＿ｃｏｎｓ　 ４．１０８　０＊＊＊ ４．０２４　７＊＊＊ ３．６７４　６＊＊＊ ４．１４６　９＊＊＊

（１．０６２　０） （０．９９８　２） （０．８５０　６） （１．１０５　１）

Ｎ ２　６７２　 ３　５６１　 ３　３１５　 ２　９１８
Ｒ２ ０．４８４　 ０．５５９　 ０．７２２　 ０．３８３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２０１６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采用迭代主因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指数，深入研究
企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以及理论机制。研究结果稳健显示，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劳动生
产率呈现显著的 “Ｕ型”非线性效应。中介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组织变革和提
高劳动力流动是企业数字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渠道。此外，在地域分布的检验中，我们发现企
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的 “Ｕ型”非线性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行业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显示，
企业数字化对处于服务业、农业以及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较大的负向抑制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企业数字化浪潮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１．大力促进数据与劳动力要素融合。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仅有少量企业越过数字化水平的
“门槛值”，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正向提升效应，说明中国私营企业在实现数据要素与劳动力融合方面
还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政府部门应引导私营企业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推动以人为本的技术进步、
组织变革，加快数据与劳动力之间融合协同，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充分激发要素协同效应，实现高
质量发展。

２．改善营商环境，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异质性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对劳动力生产
率的正向影响在发达的东部地区最为显著。由此可见，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新型基础设施是企业数字
化的必要前提。政府部门要从企业现实需求出发，持续优化地区营商环境、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为企业提高数字化应用水平、提升劳动生产率提供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保障。

３．针对不同行业制定差异化政策措施。行业异质性检验显示，企业数字化对服务业、农业以
及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负向抑制作用更大。因此，政府部门在大力倡议 “促进数字
经济发展，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需要考虑企业所处行业的要素禀赋属性。针对企业数字
化对劳动生产率负向效应较大的行业，地方政府要采用财政、税收等多种措施尽量减轻企业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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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劳动力替代、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等负面影响，在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的同时兼顾居民就
业、收入稳定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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